我的政协委员履痕
刘化南

　　1951年9月1日，苏州专署调我担任私立吴江盛湖初级中学校务委员会主任。1952年江苏建省，初中下放归属县级管理，即由吴江县人民政府任命我为校长。我承担了维持与改造学校的任务，原校局隅于济东会馆，不利于发展。经过多方奔走求助，得到了盛泽鲜肉业公会、宋家祠堂、盛泽救济院等有关部门的支持，选定在山西殿遗址筹建新校区。1953年，新校落成之后，我就专心致力于学校的改造和提高。

　　1956年2月底，接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吴江县委员会的通知，我成为吴江县政协委员，并于3月1日去吴江报到，参加吴江政协成立大会。当时，我心情非常激动兴奋。我认为，政协是社会上层人士参政议政的组织形式，而我不过是一名年仅31岁的教书先生，实在是一种高抬，感到十分荣耀。这是党和政府对我5年来工作的肯定，对我政治上的信任。我应切实做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。在会上，聆听了县委书记、政协主席的形势报告和王萍部长的活动布置。1957年上半年，文教局指派我去南京省教育行政干校学习半年。回校后，就是整风学习，从此踏上风风雨雨的人生路。

　　1958年5月18日，我下放到胜天大队当农民，是祸是福心中无数。下放大会上，领导宣布：第一年工资照发，第二年扣除劳动工分值，补足工资，第三年政府不予补助。这样，我的教师身份就不复存在了。唯一的盼望，就是保住政协委员的身份。要想保住这个身份，就得拼命干活，取得农民的认可，才有可能。在这个思想指导下，凌晨3点多钟拔菜籽。队长不通知我，睡梦中听到窗外有说话声立即起床，去看同卧室的沈顺荣(队长的侄儿)在不在？结果他出工去了，我就跟在说话声的后面，摸到田头，不小心一脚踩到排水沟里，眼镜摔坏了。从此，我就不戴眼镜干活了。

　　下田耘苗，没干过就学着干。两腿跪在泥水中向前移动，到田头人立起松一松，竟发现两条大腿上叮了四五条蚂蝗，鲜血直流到脚背。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，确实是从未见过的场面，真是可怕极了。在农民的帮助下，顾虑逐步解除。挑河泥是农村的重活，每担重达200市斤。田头放杆大秤，要是队干部看见谁挑的泥少，就称他挑的重量，低于180斤，就要降低他的劳动工分，真是真刀真枪，半点也不含糊。我是半劳力，每担也要120斤左右。一天下来，晚饭也吃不进了，双肩红肿痛，睡在床上不能动，夜里发高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队长跑来叫我休息，等毛病好了，再去劳动。（大概是顺荣去反映的）两天后，调我去修建机房，做泥水小工。

　　11月上旬，刘涛同志由公社钱风鸣陪同，来机房查看。他向大家讲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，要大家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。会后，刘书记特地走到我跟前说：老刘，怎么样？我说：刘书记您怎么认识我呀！说时，我两眼热泪快要流出来。他又说：你干得不错嘛，公社、大队的干部都反映你表现不错，劳动积极，好好干，注意身体！他对我讲的话不多，可对我的鼓舞作用很大。他是政协主席，我是政协委员，他对我的关心，说明我保住政协委员身份是有希望的了。

　　春节后，公社调我到永和大队去劳动。这时，大部分下放人员已陆续安排工作，只有我和戴右派帽子的王志荣两人在永和劳动。不久，我又被调到水利工地参加大兵团作战，集中在新农大队搞渠道试点工程。几十人吃、住、劳动集中统一管理，每天4点起床，到晚上10点休息，中间除了吃饭外就是挖沟、传泥，用手把泥块传递到指定地点。劳动强度不大，但人很紧张，这方法简直原始到极点了。有时，晚上我泥脚不洗就倒在稻草铺里，拉条被子盖一盖就睡着了。近一个月的试点结束，我为自己能胜利熬过来而高兴。之后，我就在盛泽公社的水利工地上走南闯北，修建的机房有胜天、新桥、北王，修筑的渠道从黄家溪到群铁。长年累月疲于奔命，不禁茫然长叹，何时能过完这无尽的岁月。

　　时至1959年秋收秋种大忙季节，公社调我到红星大队劳动。天天是挑灯夜战，不到12点不许收工。这个大队房屋比较紧张，没有空房安排我住，只有牛棚是间大厅，我就早起夜打铺，与牛同室而居。我最担心的是怕牛绳结得不牢，夜间老牛跑开，一脚踩在我身上，那就彻底完蛋了。所以，我每晚回来先要把牛绳加固一下，然后才能铺好自己的草铺安睡。在收工前，队长交给我一个任务——发粥票，就是12点收工时，发给每人一张明天早餐的票。没有粥票的人，食堂就不供应早餐。这是一个不讨好的任务。人家劳动到10点或11点，早一点回去就不给饭吃。我思想有些不通，发票时有人提出某人前面去了，粥票我替他代领，我也就照发了。当时，饥饿对大家的威胁很大，有时有的社员偷食牛饲料——豆饼。他们也拿点给我吃，我为自己前途着想坚决不吃。这时，我经常想到刘涛同志对我的谈话，也经常以我是政协委员鞭策自己。

　　人家在农村干半年左右就毕业了，我快干一年半了，难道真的叫我在农村干一辈子。就在苦思冥想之际，大约11月中旬，公社通知我开会。公社书记朱荣同志和其他几位公社干部讲些勉励的话之后，宣布叫我明天到文教局报到。文教局安排我到吴江中学工作，安排我担任副教导主任，分管农场、养猪场和一个年级的年级组长等工作。任务明确之后，我先到农场看看，然后到养猪场看看。适逢具体分管的老师在猪棚内，我进去后也未向她打招呼。她却严肃地吩咐我：把鞋袜脱掉，到里面(指猪吃、睡的粪便处)把那块石头搬出来！我开始一楞，我说：以后再搬行吗？她竟然说：不行！得马上搬掉。我想到在农村再脏再累的活都干过了，搬块石头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就按照她的意思搬出来放好。下一天学校贴出一张通告，明确我是副教导主任，她很快跑到教导处来向我认错，说是她听人家讲，我是个右派，所以错误地叫我搬石头。我也明白，她当我是右派分子才这么凶的。

　　1961年9月30日，我出席政协第三届一次会议，心情当然轻松愉快。几个老朋友老教师包彭龄等都鼓励我说：你农村干得不错嘛，上来还是政协委员。早餐每位委员有两根油条吃，我省下来带回学校给6岁的儿子吃。武大研究生毕业的孙启田老师看见了问我：老刘啊！我们什么时候能吃到油条啊？当时老百姓的生活，真是太困难了。

　　1963年2月，领导调我回盛泽中学担任教导主任，半年后宣传部任命我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。到1966年4月份，县委调孙田安来盛中任校长。6月初，县委派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两人为工作组，驻校帮助开展文化大革命。6月9日，贴出第一张大字报，当然是对我来的，因为学校的日常工作，我管得最多。后来停课闹革命，贴出整张报纸大一个字的大幅标语“把漏划地主、漏网右派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化南揪出来示众”，这下我知道完了。8月初被关进“牛棚”，臂戴黑底白字“牛鬼蛇神刘化南”字样的臂章，睡在泥地皮铺稻草的地铺上，不准挂蚊帐、不准铺席或被单，大小便要先向红卫兵报告，经同意后，红卫兵一前一后监督到厕所，真是比监狱还要严格。工资每月只发18元的伙食费。暑天睡在稻草铺里，再加蚊子叮咬，很难入睡，就胡思乱想思绪万千。想到1948年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，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开除学籍的情况，还想到历史上焚书坑儒和文字狱，现在竟轮到我头上。想到这里，只有暗自落泪。心想，这次是绝无幸免了，政协委员也不起作用了。今后怎么办？真的吃官司倒还有点不甘心，清除教师队伍，从事体力劳动的可能性倒是要做好充分准备的。

　　后来，大概觉得“左”得太离奇，不到一个月的牛棚生活结束。工宣队、军宣队进驻学校，全体教工集中吃、睡，凌晨5点早操，一天到晚斗私批修。红卫兵想斗谁就斗谁，我当然是被斗次数最多的一个。一次，在电影院里开批斗会，我被指定站在门口。突然间，跑上来几个红卫兵，有拉头发的，架臂膀的、推背的，我竟失去知觉似地被飞快架到台上。事后，听说这种做法名叫“乘飞机”。红卫兵分裂成两派，经常发生严重的武斗。每次武斗以后，红卫兵就要来我家叫我签字，要钱。这字是不能签的，谁签谁负责，不签红卫兵就打，轻则耳光，重则木棒、铁棒，或则吊在空中打。这些逼签字的办法，我都领教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学生打老师，竟打到如此凶残程度，而且受到公开支持，真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之怪事。我的腰伤就是被一个初中学生用粗铁棒击打所致。一次下午5点钟时，发生武斗，天下着大雨，我赶紧拿把雨伞向家属招呼一声，逃奔嘉兴南汇镇岳父家避难。走到离南汇3里路摆渡口，坐在河边的泥堆上呼喊摆渡。天啊！半夜里，那里有船经过，我一直喊到天快亮时，有一条捉鱼的划船把我摆过去。从离家到岳父家，雨没有停过，十几小时，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年迈的岳父母见到全身泥水的我，忍不住都流下眼泪，为的就是逃避一顿毒打。就这样，在战战兢兢的批斗中，做勤杂工的活，苦熬了7年。

　　大约在1973年，通知我到镇革委会开会，结果是县政协的一位同志和大家开座谈会，大意是现在没条件开政协全体会议，只能分片召开小型座谈会，时间不长不到一个钟头。我领会座谈会的精神，就是明确一下，你们还是“政协委员”。这个明确是何等的令我振奋啊！我回家对爱人讲：“好象又有点希望了。”反正我总是规规矩矩的劳动好了。没多久，县政工组通知我参加学校领导班子，负责后勤工作。我干得很起劲，只想永远干这个工作，万事大吉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又任命我担任后勤副校长，只是加顶帽子，工作内容没有变。1980年再任正校长，并当上苏州市政协委员。1984年任党支部书记，1986年2月18日离休。1988年苏州市第八届政协换届，因为年龄原因我不再担任政协委员。

　　一生中每遇逆境挫折，政协委员这个身份给了我不小的精神力量，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。
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

